
 

 

新冠肺炎疫情对官办慈善组织信息披露
的影响研究*

—基于抗疫款物信息披露的文本分析

李    哲1，2

（1.  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 100872；2.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管理会计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   要：当发生社会公共危机时，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显得至关重要，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文章

以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各地区慈善组织接受和发放抗疫款物的信息披露情况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公共危机发展进程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疫情能够促使信息

披露质量的提升，媒体舆论压力的监督效应和抗疫官员调换的震慑效应共同起到了外部调节作用。

进一步分析发现，“韩红基金会”事件之后，疫情发展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更加显著。文章的

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抗疫款物的信息披露规律，推动信息披露者、使用者和监管者对本地官方指定

慈善组织的共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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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慈善组织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增加，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民众日益

增强的慈善意识相比，我国慈善组织在款物接受使用方面的信息披露有所滞后。由于透明度不

高，慈善组织曾经引出不少话题，频频爆出涉及善款来源和去向的负面新闻。信任危机的根源在

于公益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成为“中国式慈善”长期健康发展的绊脚石。民政部

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已向连续 6 年发布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7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

77% 的慈善组织未达到信息披露要求，五成受调查人士对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存在质疑。民政部

于 2017 年 8 月颁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约束慈善组织披露捐赠款物信息，尤其是公众危

机事件中的募捐款物接受使用情况。

1998 年长江和松花江洪涝灾害，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和南方雨雪冰冻灾害，2019−2020 年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这些公共危机事件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冲击，也增强了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

作为连接公民参与和危机救助的桥梁，官方指定的慈善组织面临“合规”和“声誉”的双重挑战。

而正是经历了这些考验，社会组织才不断发展起来。例如，2008 年，红十字会总会第一次公布审

计报表，而这正是汶川地震和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的冲击。2019−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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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全社会的关注，作为参与疫情救助的重要力量，慈善组织在防止疫情蔓延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但在此次疫情中，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方面仍暴露出不足，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而

这些不足有助于推动政府会计制度改革。

此次疫情为研究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压力下的信息披露提供了机会。本文希望为推动我国

《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慈善法》的落地实施提供启示，也强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疫情期

间重视防腐工作。2019 年新的政府会计准则开始实施，新准则直接关系到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

系统的设计和变革。其中，《存货准则》明确了抗疫物资收发的信息披露原则，《财务报告准则》

明确了权责发生和收付实现两个体系下的抗疫款项信息披露，《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更是

明确了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要求。但从目前的实施状况看，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拖延和抵触情

绪。此次疫情的发生、蔓延和遏制具有阶段性和不可预知性，是典型的自然实验。

信息披露是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载体，本文的研究对于慈善组织会计的实施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手工收集了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的组织人员信息、捐赠物资接受发放的不定期披露情

况以及定期的会计和审计报告。结合新《慈善法》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的要求，本文将

对各地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文本分析，考察公共危机是否会提高非营利性组织的信息

披露质量。根据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强弱，我国慈善组织通常可以划分为官办慈善组织

和民办慈善组织。官办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亲缘性关系，这类组织参照政府体系的人员编

制和工薪待遇进行运作，其慈善款物的获取较多地依托国家政治所赋予的合法性资源，具有体

制内单位的特点，如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等。由于体制建构的历史原因，官办慈善组织依然属于

登记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遵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而民办慈善组织与政

府的关系是业缘性关系，这类组织并非政体结构内成员之一。作为市场化转型的成果之一，民办

慈善组织不受体制内运作约束，其慈善款物的筹集和发放并不依托国家政治所赋予的合法性资

源，获得社会信任更多地依托自发性行为。官办慈善组织承担了更多的政治职能，为了更有针对

性地研究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的慈善组织作用，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各地政府普遍指定的统一

接受抗疫款物的两个官办慈善组织−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如何将公众的捐赠动机转化为

捐赠行动，动员更多的社会物资投入到抗击疫情活动中。这种目的的达成需要契合公共品的属

性，即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和信任，这就是组织合法性（韦伯，1998；高丙中，2000；德鲁克，2007）。

慈善组织的合法性不仅包括成立及其活动的合法性，还包括运作过程中有效收集和分配公共品

的合法性等。慈善组织的合法性关涉到其生存策略、行动逻辑和可持续发展等深层次问题，也能

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号召（韦伯，1998），这是本文的理论分析基础。

本文基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过程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公共危机爆

发期间，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升；但随着疫情的好转，信息披露质量呈现下滑的趋

势。第二，媒体报道能够增加舆论压力，通过媒体治理机制，促使慈善组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第三，抗疫失职会使本地官员被问责而产生警示作用，新任与其他负责官员会加大监管力度，非

营利性组织也会以更高的标准进行信息披露。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拓展了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公共危机

发展过程的视角加深了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规律的认识。现有研究主要从信息供给方角度讨论

了慈善组织的组织特征和理事会特征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刘亚莉等，2013），但在公共危机爆发过

程中，信息需求的急剧增长可能诱发信息供给的严重短缺。因此，本文从公共危机发展过程考察

了信息需求方的诉求，丰富了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二，拓展了媒体报道的监督

效应和官员调换的震慑效应研究。现有研究证明了媒体报道对于减少坏消息隐藏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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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高良等，2016；周开国等，2016），也发现官员调换所引起的政治不确定性会影响信息不对称状

况（陈德球等，2017；周楷唐等，2017）。本文发现，在公共危机事件的特殊情境下，媒体报道和官员

调换能够显著提高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制度背景

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对于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6 年 3 月，全

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通过了《慈善法》，并于当年 9 月 1 日正式施行，要求慈善组织应当执行国

家统一的会计制度。2017 年 8 月，民政部出台《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要求慈善组织必须向

社会公开慈善相关信息，特别是要公开募捐信息。此外，与《慈善法》相关的法律相继颁布和修

订，如《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红十字会法》《民法总则》《企业所得税法》等。就具体

贯彻落实，民政部颁布了配套的部门法规。但部分重要的配套制度（如社会组织“三大条例”、

《志愿服务条例》等）尚未及时到位，甚至一些配套的规范性文件与《慈善法》的立法理念和精神

不完全相容。因此，《慈善法》的落地过程不太顺利（马金芳，2016）。

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体系由自愿性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和第三方信息披露共同

构成（刘丽珑和李建发，2015）。在这个体系中，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息分析与共享以及

利益相关者的奖励与惩罚是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志远等，2019）。中国

慈善在信息公开方面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差距。比如，发达国家已逐步形成一套慈善组织自律与

政府监管并重的机制，使得慈善捐赠成为“玻璃口袋”里的透明事业。特别是在监管上，利用第

三方评估机构提高慈善透明度，不经过外部财务审计的慈善组织不可能吸引到慈善资金。更重

要的是，行业自律系统对于自主项目申请、款项拨付以及运营费用预算等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有

时要求募捐机构对外公开记录，以便捐款者和潜在捐款者了解捐款是如何使用的。

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慈善法》等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民间非营利组织捐赠

业务的信息披露是法定要求，在合规性中具有重要地位。根据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接受

疫情防控社会捐赠的官方指定非营利组织应当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在做好捐赠款物接受、

登记和会计核算工作的基础上，及时准确、依法主动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按规定，应自建财务

会计和捐赠款物分配使用等制度，对捐赠款物的管理做到账实相符、公开透明。接受捐赠后要根

据物资接收清单和资金到账凭据等及时登记造册。对捐赠资金要做好相关账务处理，及时入账；

对捐赠物资要明确仓库或指定地点存放，指定专人负责，办理好签收手续，并做好出入库明细台

账登记。针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捐赠款物按规定区分定向捐赠和非定向捐赠进行管理，全

部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疫病救治和困难患者救助，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专物

专用、及时高效。

根据本文收集的数据，我国地级市防控指挥部公布的非定向捐赠资金物资的受捐渠道有两

条：一是红十字会（或红十字基金会），二是慈善总会（或慈善协会）。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应像上

市公司一样，定期披露报表和重大变动事项，有重大的捐助项目需进行专项审计。从国家级的非

营利组织来看，慈善总会的定期信息披露开始较早，从 1995 年开始在网站上公布审计报告。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后，红十字会开始披露审计报告。从省市一级的非营利组织来看，多地慈善

总会和红十字会财物发放的信息披露到 2019 年末仍难以满足《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

求，存在财务监管缺失等初级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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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公共危机事件推动了非营利组织主动披露审计报告。立法将非营利组织纳入审计

范围是在 2016 年，但红十字会总会受 2008 年特大地震的触动，当年率先披露审计报表，体现了

公共危机事件对信息披露的推动作用。2008 年是红十字会的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点，

汶川地震的发生使红十字会的公众捐款占比迅速上升，而之前收入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支持。红

十字会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审计准备，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初邀请第三方机构披露了审计报告，审

计署在公共危机追踪审计中也进行了报告；但 2008 年披露的相关报告只有四份会计师事务所对

审计真实性的基本审核，并未涉及审计报告中捐赠物资的绩效评估，也没有附上会计报表。据中

央电视台报道，在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的首页，红十字会总会设立了“财务收支审计报告”和“捐赠

信息发布”两个栏目。“财务收支审计报告”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2010 年审计报告、2010 年财

务报告、汶川地震审计报告和汶川地震收支报告。“捐赠信息发布”栏目包括青海玉树地震、甘

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和日本地震等内容，但除了青海玉树地震外，其他几项均显示在

“建设中”，尚无法查看。①

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事件的消退又诱发了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惰性回归。在 2008 年汶川

特大地震灾害救援初步结束后，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质量提升速度出现滑坡（王中信，2009）。

2009−2010 年，红十字会披露的都只是简单的审计报告。2011 年，审计署检查了红十字会 2010 年

审计报告，发现存在 400 万元的财务违约。在本文的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红十字会已

将 2012 年之前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告全部删除，无法回顾查询。②直到 2016 年，红十字会的审计

报告才附上相关会计报表，远滞后于《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慈善法》的信息披露质量要求。

与公共危机事件所诱发的合法性危机相比，国家出台的信息披露正式制度难以推动非营利

组织完善审计报告（上海市审计学会课题组，2017）。从 2016 年立法纳入审计范围开始，红十字会

的审计报告才附上相关会计报表。但仅通过立法的制度规定很难促进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落

地。在 2017 年之前，红十字会的会计报告仅有两页纸，且采用单式记账，账目比较粗略，信息披

露过于简单。直到 2018 年，红十字会的报表概括性地披露了大额捐款。然而，公众关注的慈善信

息，如慈善组织负责人及团队背景、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办公行政成本比例等则未能有效披露。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 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完全不披露和仅少量披露此

类信息的慈善组织比例高达 7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网站的信息发布栏公布了该机构 2006 年

和 2007 年的统计分析报告，包括组织发展、筹资、救灾救助等信息，但 2006 年之前以及 2007 年

以来的相关统计数据未见公布。

在此次疫情期间，中国审计署再次启动危机管理中的追踪审计，官方指定的非营利组织对

抗疫款物的接受和去向进行了频率更高的披露，但其细致程度与其他优秀民营非营利性组织相

比不够高。在捐赠物资品名、受捐人名、物资单品信息等具体信息的披露方面，公众的追查中又

暴露出一系列管理问题与报告错误，对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形成压力。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公共卫生危机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

在这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慈善组织的受关注度呈现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群体特征。公

益慈善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捐赠者、受益者、政府、志愿者以及社会公众（含潜在的捐赠者）

  2020 年第 9 期

① 参见央视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推出捐赠信息发布平台”，http://news.cntv.cn/20110731/103433.shtml。

② 这可能是因为 2010 年审计署发布红十字会 400 万元财务违规的公告，2011 年轰动全国的“郭美美丑闻”曝光，红十字会删除了相关年

度及之前的审计与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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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根据米切尔评分法（Mitchell 等，1997），这些利益相关者可划分为核心需求者和次要需求者。

核心需求者主要包括捐赠者和受益者，他们与公益慈善组织共同构成慈善活动主体。与次要需

求者相比，核心需求者更关心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工作，对慈善组织的“合法性”有较高的

要求。因此，在“合法性动机”和“核心需求者压力”的双重作用下，疫情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

的影响可能呈现阶段性特征。

从合法性动机来看，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受到监管制度的影响。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城市管

理进入应急响应状态，人民政府和民间慈善组织主管机构开始开展监督与审计工作，信息使用

者对信息披露要求的提升考验着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环节的合法性。在合法性辩护过程中，为了

符合制度规定，慈善组织有动机对提高自身的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合法性管理也是非营利组织

取得公信力而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以构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李萧薇等，2020）。根据

社会契约理论，当违反合法性时，慈善组织将失去生存的基础。在这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负

面媒体报道和公众怀疑对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有所损伤。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非营利组织

会采取相应的策略，提升其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例如，在埃克森瓦尔迪兹原油泄露事故

之后，北美石油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高，以保持或重新获得合法性（Patten，1992）。

从核心需求者压力来看，他们所产生的公共压力会引起公众、政治团体、管制机构或社区群

体的忧虑和关注（Darrell 和 Schwartz，1997；Cho 和 Patten，2007）。在试用慈善组织的公益慈善平

台过程中，核心需求者对慈善项目的进展情况会产生明确的需求，而满足这种需求只能依赖于

慈善组织披露的信息。已有文献表明，会计主体可能会通过在其年度财务报告中增加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化解核心需求者的压力。Darrell 和 Schwartz（1997）检验了 1989 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原

油泄露事故之后 4 个相关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发现事故发生后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显著增加。他们认为，环境信息披露因时、因事而定，而且是公司应对公共压力的一种自利行

为。Cho 和 Patten（2007）的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会计主体在社会环境中所承受公共压

力的一个函数。因此，公共压力与社会责任信息或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联系。

本文认为，在“合法性动机”和“核心需求者压力”的双重作用下，随着疫情的发展，为了维护

自身的合法性，非营利组织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因此，疫情发展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具有促

进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进程会倒逼非营利组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2. 媒体舆论压力与抗疫地方官员调换的治理效应

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中介，独立的媒体机构在公众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Miller，

2006）。这类媒体对信息进行收集、选择、证实和重新包装，为人们提供所需信息，从而减少公众

与慈善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Frankel 和 Li，2004；杨继东，2007）。媒体通过增加相关信息披露，

利用“议程设置”来提升公众对事件的重视程度。声誉机制和监督机制是媒体发挥治理功能的

两个主要机制。由于目前慈善组织中捐赠人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类似于代理人与委托人的代理问

题（Fama 和 Jensen，1983），媒体发挥治理作用的机制与对公司的影响机制类似。

一方面，新闻媒体会增大舆论压力，涉及被报道单位的声誉和绩效，并可能引发政府介入和

干预，如相关部门对组织和事件的调查与监督（Dyck 等，2008；李百兴等，2018）。如果非关联的媒

体机构质疑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问题，则其出现的漏洞与错误更容易被政府派出的专业人士发

现（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例如，新华网曝光“郭美美丑闻”， ①审计署在 2011 年对红十字会

李    哲：新冠肺炎疫情对官办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① 参见新华网：“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为何这般难”，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6-13/49227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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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审计报告进行了审查，并发现了漏洞。这种声誉风险和政治风险使组织管理者在信息

披露上倾向于采取更加公开透明的制度。

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会使公众对慈善组织产生评价，而为了维持自身及组织的声誉，组织管

理者会更加谨慎、准确和透明地披露信息（田高良等，2016）。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由于声誉机制

不完善，声誉所发挥的治理作用不强（周开国等，2016）。对非营利组织而言，声誉会影响组织的

公信力，而公信力决定其能否获得必要的或基本的资源（赵春雷，2015）。因此，为了保持良好的

声誉和正面的社会评价，慈善组织会更加关注媒体报道。可见，媒体报道通过监督机制和声誉机

制共同对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产生影响（Miller，2006），非营利组织会提高自身的信息披露质量，

达到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媒体舆论压力越大，疫情发展进程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越显著。

政府官员的更换会引起政治不确定性（Julio 和 Yook，2012），官员的异质性会为所管辖地区

带来独特的执政理念，也会带来政策不确定（周楷唐等，2017）。政治不确定性会使企业在日常行

为上表现得谨慎保守，如减少投资和盈余管理等（陈德球和陈运森，2018）。Dai 和 Ngo（2013）发

现，在换届选举的前一年，美国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会提高。这会使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上采取更

加透明的政策，以满足捐赠者的信息需求（姜付秀等，2019；张笑和胡金焱，2019）。

我国的慈善组织大多以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运行，在观念、职能、资源等方面严重依赖

于政府（王名和贾西津，2002；周达勇等，2017）。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变化会对其信

息披露产生一定的影响。领导的更换会使慈善组织之前构建的政治关联为其带来的效益发生变

化，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Bai 等，2008），甚至新任官员为了减少这些优惠给政府带来的损失，

会从之前存在政治关联的一方着手（徐业坤等，2013）。由于官员更换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出于建

立新的良好形象和提高公信力的动机，慈善组织会采取更加积极的信息披露制度。

本文认为，地方抗疫官员更换所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和政治关联重构会使非营利组织在信

息披露上采取更高的标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b：如果地方抗疫官员出现更换，则疫情发展进程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更加

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本文中 COVID-19 疫情状况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丁香园。在 2020 年 1 月 11 日至 4 月 30 日

的样本区间内，采用 API 和 JSON 数据的处理，每小时检测一次更新。本文整理的数据包括全国

数据、地区数据、新闻数据和谣言数据，其中地区数据仅包括丁香园中国地区精确至地级市的数

据，中国港澳台地区和西藏的数据仅到省级。我们对原始数据做了以下处理：（1）剔除 2 月 12 日

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激增 14 840 例（含临床诊断病例 13 332 例）这一天的数据。根据国家卫

建委印发的诊疗方案，湖北以外地区的诊断标准没有变化，因而其他省市的样本保持不变。（2）剔

除存在重复统计的数据。例如，河南省存在“南阳（含邓州）”和“邓州”两条数据，在求和时“邓

州”的数据会被重复计算一次，因而对南阳地级市的数据进行了修正处理。（3）浙江省和湖北省

的部分时间序列数据存在异常，如某一次爬虫获取的浙江省治愈人数为 537 人，数分钟后被修改

回正常人数。本文利用爬虫技术获取数据，并对异常值进行判断和处理。

为了获取政府慈善组织的特征信息，本文作者组织研究助理人员，从 2020 年 1 月 11 日开始

获取各地级市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又称慈善协会）网站上每日的信息。在 293 个地级市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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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到有效的红十字会网站 179 个（其中可获得有效信息的网站 136 个），慈善总会网站 159 个（其

中可获得有效信息的网站 119 个）。部分城市的慈善组织没有设置网站，但是将“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接受社会捐赠和使用情况公示”通过地方性社会媒体公布，我们将这部分样本放

入稳健性检验中。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慈善组织信息披露

为了反映抗疫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特征，本文采用了以下测度变量：（1）应急响应速度（Lag_

Disclosure），即本级接受抗疫社会捐赠披露专栏设置的速度，等于抗疫社会捐赠披露专栏设置日

减去新冠肺炎疫情首次爆发日；（2）是否逐日披露（Daily_Disclosure），即当日是否披露本级接受

抗疫社会捐赠现金情况；（3）是否详细披露捐赠款物的接受信息（Detailed_Receive），即捐赠物资

接受信息的披露质量（是否披露具体日期、捐赠者姓名或单位名称、金额或品名数量）；（4）是否详

细披露捐赠款物的使用信息（Detailed_Dispatch），即捐赠物资发放信息的披露质量（是否披露具

体日期、受赠者姓名或单位名称、金额或品名数量）；（5）是否配有文字介绍（Literal_Explain），即是

否配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募捐情况”或“接受社会捐赠情况公告”。

2. 解释变量：疫情发展

为了反映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情况，本文使用前一日的累计确诊人数与常住人口数的比值

（AccumuConfirmed_Popt-1）作为测度变量。由于各省最新公布的统计年鉴仅涉及 2018 年末的地级

市人口数，本文使用该年度的常住人口数进行替代。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了以下替代变

量：（1）前一日的累计确诊和疑似人数与常住人口数的比值（AccumuConfirmed&Suspect_Popt-1）；

（2）前一日的累计死亡人数减去累计治愈人数后与累计确诊人数的比值（Accumu Death_Cured_

Ratiot-1）。

3. 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媒体报道中的负面词汇和不确定词汇之和与总篇幅的比值（Negative&Uncertainty_

News）来测度媒体报道的监督效应，采用官员是否因疫情责任而被更换的虚拟变量（Official_

Punish）来测度官员更换的震慑效应。

根据 Bernerth 和 Aguinis（2016）的研究，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1）政府网站

关注（Government_Focus）、分管市领导的性别（Female_DuputyMayor）和年龄（Age_DuputyMayor），

反映主管部门的监督情况；（2）上一年度是否对外发布捐赠物资收发情况（Donation_Disclosure_

Lagyear）、是否对外发布审计报告（Auditreport_Disclosure_Lagyear）以及是否披露部门预算

（Departmental_Budget_Lagyear），反映历史信息披露惯性；①（3）本机构距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

球面地理直线距离（单位：km）的自然对数（Distance_WuhanMkt）、本机构成立年数（EstAge）以及本

地民间慈善组织数量的自然对数（PrivateCharity），反映慈善组织自身特征和外部竞争；（4）本地

疫情爆发以来平均每日的捐赠款接受总金额（Amount_Receive_Perday）和捐赠款发放总金额（Amount_

Dispatch_Perday）；（5）城市固定效应（City Fixed Effect）和日期固定效应（Day Fixed Effect）。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模型（1）来检验疫情发展是否影响慈善组织信息披露。

李    哲：新冠肺炎疫情对官办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① 《慈善法》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都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慈善组织的财务会计报告须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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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_Disclosurei,t = β0+β1×AccumuCon f irmed_Popt−1+γ×Controlsi,t−1+ε （1）

其中，因变量 NGO_Disclosurei， t 分别使用地区 i 在 t 日的应急响应速度（Lag_Disclosure）、是否逐

日披露（Daily_Disclosure）、是否详细披露捐赠款物的接受信息（Detailed_Receive）、是否详细披露

捐赠款物的使用信息（Detailed_Dispatch）以及是否配有文字介绍（Literal_Explain）来度量，主要解

释变量 AccumuConfirmed_Popt－1 表示前一日的累计确诊人数，Controlsi， t－1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变

量定义见表 1。若本文假设 1 成立，则 β1 应显著为正。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与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Lag_Disclosure
应急响应速度，即本级接受抗疫社会捐赠披露专栏设置的速度，等于抗疫社会捐赠披露专栏设置日

减去本地新冠肺炎疫情首次爆发日

Daily_Disclosure 是否逐日披露，即当日是否披露本级接受抗疫社会捐赠现金情况

Detailed_Receive
是否详细披露捐赠款物的接受信息，若披露捐赠物资接受的具体日期、捐赠者姓名或单位名称、金

额或品名数量则取 1，否则取 0

Detailed_Dispatch
是否详细披露捐赠款物的使用信息，若披露捐赠物资发放的具体日期、受赠者姓名或单位名称、金

额或品名数量则取 1，否则取 0

Literal_Explain
是否配有文字介绍，若配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募捐情况”或“接受社会捐赠情况公告” 则取 1，

否则取 0
调节变量

News 前一日累计抗疫物资捐赠的媒体报道数量，取自然对数

Official_Punish 地方官员是否因抗疫失职而被问责，被问责之后取 1，问责之前和未被问责取 0

解释变量

AccumuConfirmed_Pop 前一日的累计确诊人数与常住人口数的比值（‱）

AccumuConfirmed&Suspect_Pop 前一日的累计确诊和疑似人数之和与常住人口数的比值（‱）

AccumuDeath_Cured_Ratio 前一日的累计死亡人数减去累计治愈人数后与累计确诊人数的比值（%）

控制变量

Government_Focus

所在地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中是否有社会公益事业专栏（包括脱贫攻坚、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教

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减税降费、灾害事故救援、公共文化体育、食品药品安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等）

Donation_Disclosure_Lagyear 上一年度是否对外发布捐赠物资收发情况

Auditreport_Disclosure_Lagyear 上一年度是否对外发布审计报告

Departmental_Budget_Lagyear 上一年度是否披露部门预算

Female_DuputyMayor 分管市领导的性别，女性取 1，男性取 0

Age_DuputyMayor 分管市领导的年龄

Distance_WuhanMkt 本机构距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球面地理直线距离（单位：km）的自然对数

EstAge 本机构成立年数

PrivateCharity 本地民间慈善组织数量的自然对数

Amount_Receive_Perday 本地疫情爆发以来平均每日的捐赠款接受总金额（元）的自然对数

Amount_Dispatch_Perday 本地疫情爆发以来平均每日的捐赠款发放总金额（元）的自然对数
 
 

本文采用模型（2）来检验媒体舆论压力和抗疫官员调换是否影响疫情发展与慈善组织信息

披露之间的关系。我们重点关注交叉项 AccumuConfirmed_Popt−1×External_Governancet−1 的系数

β2。若本文假设 2 成立，则 β2 应显著且与 β1 的符号相同。

NGO_Disclosurei,t =β0+β1×AccumuCon f irmed_Popt−1+β2×AccumuCon f irmed_Popt−1

×External_Governancet−1+γ×Controlsi,t−1+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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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在 293 个地级市中，共查到有效的红十字会网站 179 个（其

中可获得有效信息的网站 136 个），慈善总会网站 159 个（其中可获得有效信息的网站 119 个）。

Lag_Disclosure 的均值为 5.19 天，说明各慈善组织平均滞后 5.19 天开始设置抗疫款物的信息披

露专栏。Daily_Disclosure 的均值为 0.358，说明约 1/3（9 859 个样本）的官方指定慈善组织能做到

每天披露。Detailed_Receive 和 Detailed_Dispatch 的均值分别为 0.805（12 275 个样本）和 0.323

（4 925 个样本），说明抗疫款物接受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远高于发放信息披露。Literal_Explain 的

均值为 0.506，说明配有文字解释信息的样本约占半数，共 7  716 个样本。累计确诊人数占比

（AccumuConfirmed_Pop）的均值为 0.569，说明在本文的样本区间内，每百万常住人口中平均有

57 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10% 分位数 中位数 90% 分位数

Lag_Disclosure 255 5.191 1.847 0.000 3.000 10.000

Daily_Disclosure 27 540 0.358 0.695 0.000 0.000 1.000

Detailed_Receive 15 246 0.805 1.113 0.000 1.000 1.000

Detailed_Dispatch 15 246 0.323 0.787 0.000 0.000 1.000

Literal_Explain 15 246 0.506 0.217 0.000 0.000 1.000

News 27 540 0.006 1.038 0.000 0.003 0.059

Official_Punish 27 540 0.015 0.895 0.000 0.000 0.000

AccumuConfirmed_Pop 27 540 0.569 2.121 0.036 0.626 36.001

Government_Focus 27 540 0.731 1.815 0.000 0.900 1.000

Donation_Disclosure_Lagyear 27 540 0.211 0.637 0.000 0.000 1.000

Auditreport_Disclosure_Lagyear 27 540 0.515 0.388 0.000 1.000 1.000

Departmental_Budget_Lagyear 27 540 0.275 0.681 0.000 0.000 1.000

Female_DuputyMayor 27 540 0.030 0.040 0.000 0.000 0.000

Age_DuputyMayor 27 540 47.061 0.706 47.000 52.000 57.000

Distance_Wuhan 27 540 3.277 0.838 1.463 2.998 3.322

EstAge 27 540 12.840 0.950 8.000 11.000 16.000

PrivateCharity 27 540 0.302 0.428 0.000 0.458 1.301

Amount_Receive_Perday 15 246 1.229 1.211 0.004 1.416 2.988

Amount_Dispatch_Perday 15 246 1.094 0.909 0.194 1.383 2.941
 
 

（二）检验结果分析

1. 公共卫生危机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

表 3 列示了公共卫生危机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影响的回归结果。从列（1）和列（2）中可以

看出，当地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占比越高，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越及时，表现为越快的应急响应

速度和越频繁的信息披露；从列（3）−列（5）中可以看出，当地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占比越高，慈

善组织对抗疫物资收发信息的披露越详细，且越有可能配有相应的文字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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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共卫生危机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

（1） （2） （3） （4） （5）

Lag_Disclosuret Daily_Disclosuret Detailed_Receivet Detailed_Dispatcht Literal_Explaint

AccumuConfirmed_Popt−1 −0.069** 0.074*** 0.002*** 0.001* 0.018**

（−2.37） （2.99） （4.07） （1.87） （2.02）

Government_Focust−1 −0.011** 0.002*** 0.002** −0.000 0.002***

（−2.48） （15.69） （2.42） （−0.56） （4.85）

Donation_Disclosure_Lagyear −0.024*** 0.001 0.001** 0.013*** 0.006

（−3.11） （0.58） （2.17） （4.38） （0.82）

Auditreport_Disclosure_Lagyear −0.002 −0.001* 0.000 0.006** 0.002

（−0.76） （−1.76） （0.26） （2.52） （0.45）

Departmental_Budget_Lagyear −0.150*** 0.250*** 0.035*** 0.033*** 0.006

（−14.39） （11.82） （15.70） （3.14） （0.43）

Female_DuputyMayort−1 −0.006*** 0.023*** 0.036*** 0.003 −0.014

（−3.18） （19.03） （12.43） （0.89） （−1.57）

Age_DuputyMayort−1 −0.004*** −0.001 −0.001 −0.006*** 0.001

（−6.58） （−1.64） （−1.43） （−8.01） （1.07）

Distance_Wuhant−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1.39） （−1.92） （−2.73） （−1.07） （−3.82）

EstAget−1 0.015** 0.004 −0.003 0.030** 0.008

（2.53） （0.88） （−0.71） （2.38） （0.84）

PrivateCharityt−1 0.006*** −0.000 0.001 0.009*** 0.003**

（4.81） （−0.51） （1.08） （3.64） （2.55）

Amount_Receive_Perday 0.004** 0.001*** 0.002***

（2.14） （3.25） （4.54）

Amount_Dispatch_Perday −0.004 −0.001 −0.028***

（−1.54） （−0.47） （−6.07）

Constant −0.012 0.036*** 0.040** 0.029 −0.010

（−0.34） （5.92） （2.04） （1.61） （−0.48）

城市与日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55 27 540 15 246 15 246 15 246

Adj. R2 或 Pseudo R2 0.031 0.042 0.205 0.092 0.066
　　注：括号内为 t 值或 z 值，*、**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回归中按照地级市代码进行了聚类处理，并利用

Robust 选项控制了异方差问题。
 
 

2. 媒体舆论压力与问责抗疫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

这里重点考察外部监督是否会强化疫情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从表 4 中 A 栏结果

可以看出，疫情发展（AccumuConfirmed_Popt−1）与媒体舆论压力（Newst−1）的交叉项在列（1）−列（4）

中显著，主要表现为响应时间更短、能够做到逐日披露以及捐赠物资收发信息披露更详细。这说

明媒体舆论压力越大，当地疫情发展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越大。从表 4 中 B 栏结果可以

看出，疫情发展（AccumuConfirmed_Popt−1）与问责抗疫地方官员（Official_Punisht−1）的交叉项在列

（2）−列（5）中显著，说明抗疫官员因失职渎职而被更换会引起当地慈善组织的充分重视，主要表

现为能够做到逐日披露、捐赠物资收发信息披露更详细以及配有更多的文字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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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媒体舆论压力与官员调换的治理效应

（1） （2） （3） （4） （5）

Lag_Disclosuret Daily_Disclosuret Detailed_Receivet Detailed_Dispatcht Literal_Explaint

A 栏：媒体舆论压力的监督效应

AccumuConfirmed_Popt−1 −0.060*** 0.071*** 0.001*** 0.000 0.018**

（−2.17） （3.04） （2.96） （1.50） （2.01）

AccumuConfirmed_Popt−1×Newst−1 −0.012*** 0.002*** 0.001*** 0.001*** 0.000

（−3.29） （9.53） （3.26） （5.53） （0.80）

Newst−1 0.011* −0.001 −0.001 −0.001 −0.002

（1.74） （−1.54） （−0.52） （−1.33） （−0.5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与日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55 27 540 15 246 15 246 15 246

Adj. R2 或 Pseudo R2 0.033 0.041 0.228 0.088 0.064

B 栏：问责抗疫地方官员的震慑效应

AccumuConfirmed_Popt−1 −0.069** 0.074** 0.001*** 0.001* 0.016*

（−2.38） （3.02） （3.46） （1.86） （1.73）

AccumuConfirmed_Popt−1×Official_Punisht−1 0.005 0.002*** 0.000*** 0.001*** 0.001***

（0.66） （3.50） （2.61） （2.66） （10.22）

Official_Punisht−1 −0.015 −0.004* −0.000 0.002 −0.003

（−0.80） （−1.76） （−0.15） （1.50） （−0.6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与日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55 27 540 15 246 15 246 15 246

Adj. R2 或 Pseudo R2 0.037 0.038 0.222 0.078 0.066
　　注：括号内为 t 值或 z 值，*、**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回归中按照地级市代码进行了聚类处理，并利用

Robust 选项控制了异方差问题。
 
 

五、进一步分析

2020 年 2 月 13 日，北京市民政局接到相关人士对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韩

红基金会”）的实名举报，反映其存在违法行为。在“韩红基金会”事件前后，社会公众非常关注

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问题，此时其披露压力不断上升，有助于考察社会公众关注的影响。但经调

查，相关部门尚未发现其有未公开慈善项目的情况，最终做出了鼓励和处罚决定。一方面，对于

“韩红基金会”在抗击疫情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予以支持和肯定。另一方面，部分投资事项公开不

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据此，北京市民政局要求“韩红基金会”限期

改正，依法规范运作。受到“韩红基金会”事件的外生冲击，各地民政局普遍加强对慈善组织的

监督管理服务，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防疫工作，并及时回应社会对慈善捐赠工作的关切，

希望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韩红基金会”事件是外部人士

的举报行为，属于非预期事件。本文将“韩红基金会”事件作为外生冲击，研究了疫情发展与非

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在事件前后是否发生系统性变化，结果见表 5。在“韩红基金会”

事件发生时，慈善组织普遍已经开始进行信息披露，因而我们无法得到列（1）中的交叉项系数。

从列（2）−列（4）中的回归系数来看，在“韩红基金会”事件发生后，疫情发展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

露的影响更加明显，尤其表现在信息披露及时性和捐赠物资收发信息披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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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韩红基金会”事件的外生冲击

（1） （2） （3） （4） （5）

Lag_Disclosuret Daily_Disclosuret Detailed_Receivet Detailed_Dispatcht Literal_Explaint

AccumuConfirmed_Popt−1 −0.069** 0.071*** 0.001** 0.000 0.018***

（−2.37） （3.07） （2.43） （1.30） （2.02）

AccumuConfirmed_Popt−1×Ms.Hanhongt−1 0.003*** 0.001*** 0.001*** 0.000

（13.50） （3.14） （4.53） （1.09）

Ms.Hanhongt−1 −0.001 −0.001 −0.006 −0.001

（−1.39） （−0.88） （−1.38） （−0.91）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与日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55 27 540 15 246 15 246 15 246

Adj. R2 或 Pseudo R2 0.031 0.038 0.232 0.082 0.074
　　注：括号内为 t 值或 z 值，*、**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回归中按照地级市代码进行了聚类处理，并利用

Robust 选项控制了异方差问题。
 
 

六、结　论

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过程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公共卫生危机对各地非营利组织

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收集和查阅了全国 293 个地级市中的 136 个红十字会和 119 个慈善总会

网站的信息披露数据，分类整理了两大慈善组织的防疫捐款收支披露情况，并分析了历年信息

披露以及疫情发展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公共危机对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具

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显著提高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详细程度；第二，媒体报道的监督效应和失

职官员调换的震慑效应对公共危机下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进一步分析

中，本文重点关注了公共危机下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是否受到社会公众关注的影响。本文以“韩

红基金会”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发现慈善组织在该事件后普遍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示：（1）在信息披露制度层面，应加速 2016 年新颁布的《慈善

法》落地，理清 2005 年已颁布的《民间慈善组织会计制度》难以落地的症结，从根源上改变非营

利组织信息披露的旧有模式，而不是表现为特殊事件发生时的阶段性改善和事件后的反弹。

（2）在自我监督层面，为了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并保护捐赠者的隐私，慈善组织应巧妙运用区块链

技术中的私有区块链；借助区块链的信息追溯功能和多方复核机制，降低公众信任成本，巩固社

会公信力；在区块链技术智能化和不可篡改性的保证下，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和可靠的公

共服务。（3）在慈善组织治理层面，要正视媒体的监督效应和官员巡视的震慑效应，拓宽外部治

理渠道，以帮助慈善组织构建良好的信息披露环境。中国慈善组织必须在信息公开和慈善监督

等方面下苦功。一方面，要强化行业自律，实行信息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年度目标和任务、最新

财务审计报告、最新项目信息、捐赠者名单、善款去向、年度收支情况等，让慈善真正成为阳光下

的透明事业；另一方面，要规范慈善组织的运作，由政府设立一家独立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善款

的使用情况，并定期审查有关组织对善款的使用，是否符合节约和有据可查的原则。

　　* 文章还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以及北京高校高

精尖学科“金融安全工程”2020 年度应急项目“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国金融安全研究”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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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Charity Organizations：

Text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Anti-Epidemic Funds and Materials

Li Zhe1，2

(1. School of Accountancy，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872，China; 2. China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Center，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872，China)

Summary:  In China,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is lagging behind. Due to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the negative news about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of charity funds has been frequently

reported. The root of the trust crisis lies in the lack of effectiv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which has become a stumbling block to the long-term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arity organiza-

tions. During this outbreak,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has become a social focus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ublic crisis not only causes casualties and serious ecological

damage, but also causes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volved to bear a lot of reputational costs. The epidemic’s

query o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could promote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reform and put forwar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he epidemic present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non-profit organiz-

ations under public pressure.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

counting System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even Charity Law in China,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n anticorrosion work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occurrence, spread and sup-

pression of the epidemic is a typical natural experiment, which is periodic and unpredictable. The cal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be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o seize this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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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ors’ behavior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of MAX anomaly. Different from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stock

market，this paper uses the fund flow data to directly observe the trading behavior of fund investors，and con-

structs a complete research path of “MAX－investors’ trading behavior－fund performance”. It is found that

lottery preference only exists in individual fund investors，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e not obvious；funds

with extreme positive return MAX in the past will have lower future returns，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und performance. Second，we find that the extreme return of funds will affect in-

vestors’ fund selection behavior，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fund performance－fund flows”. Previous

studies on “fund performance－fund flows”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average or cumulative value of his-

torical returns on fund flows，but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und

historical income on fund flows. This paper finds that funds with extreme positive returns in the past will get

more fund inflows in the future，which is enlightening for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o supervise the invest-

ment behavior of fund managers.

Key words:  lottery preference； extreme payoffs； mutual fund flows （责任编辑  康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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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collects the disclosure information of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and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and then empirically tests the development influence of public crisis on the charity information disclos-

ure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pidemic can promo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 supervi-

sion effect of media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and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anti-epidemic official turnover jointly

play the regulatory role of external governance.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after the “Han Hong Foundation”

incident, the impact of epidemic development o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is more

significant. We conduct at least four robustness tests, and our main empirical findings are stable.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The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discuss th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nci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suppliers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exam-

ines the demands of information demanders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ublic crisis, expands the cogni-

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makes up for the lack of in-

formation supply perspective. (2)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supervision effect of media reports and the de-

terrent effect of official turno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in me-

dia repor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ove that in the special situation of public crisis

events, media reports and official turnover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response level of charity organiza-

tions to social information needs. (3) It expands the policy research on the resto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der after the public crisi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public crisis can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has the policy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COVID-19 epidemic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COVID-19；  anti-epidemic funds and materials；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tern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康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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